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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是国际政治中“权力”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

际竞争、国际政治版图变迁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

在人类社会进入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之后，其历史始

终是沿着两条主线向前发展：一是因科技革命引发

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

发展史；二是科技革命引发主权国家权力增长和实

力对比发生变化进而推动国际政治版图发生变迁的

历史。正因为如此，很多国际关系学者都将科技革

命视为一个独立变量，因为它可以通过影响国家间

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再分配推动国际秩序的变化。也

就是说，任何一次科技革命都是一次国际政治权力

的再分配过程，不仅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改变行为者

的偏好，而且还会导致新的规范和秩序的确立。①从

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
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一直到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

下的“一超多强”体系，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相互交

织、激荡，最终引发国际秩序的变迁。当下的国际社

会中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②由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新技术支撑的新一轮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逻辑探析

郑 华 聂正楠

【摘 要】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推动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要素之一。人类历史上发

生的四次科技革命均是以科学理论进步为先导、技术突破为表征的整体性革命。在人类科技革命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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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势必引发未来国际秩序的深

刻调整。③本文将在厘清基本概念和借鉴既有理论

的基础上，通过解析人类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历程

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深入剖析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

交织互动的内在逻辑和重要意义。

一、理论根基

关于“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之间的逻辑互

动关系”，在为数不多的先锋派学者论述中，主要存

在两种不同角度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从国际安全视

角出发看待这一问题，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了国

际政治版图的变化，进而导致国际秩序变迁；④另一

种观点则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解释这一问

题，认为在大国间无战争的和平时期，守成大国与崛

起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主要以市场竞争、技术竞争

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其结果是大国政治可以推

动重大技术的产生。⑤

事实上，学界现存的研究成果主要彰显了国际

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两种路径与范式。在国际

安全的领域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学派均

对科技进步影响国际秩序变迁给予了充分关注，普

遍将科学技术革命当作原因、把国际秩序的变迁作

为结果加以研究。例如：现实主义普遍强调科技进

步带动生产力的提升，进而对国家实力乃至国际秩

序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将科技实力作为国家

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⑥自由主义学者相对乐

观一些，认为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使得国际合作更加

容易起来，譬如信息与交通技术的进步拓宽了国家

间的沟通渠道，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与减少误

解的发生，进而强化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为国际制

度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⑦另一方面，技

术进步还可以弱化国家的中心地位，有利于国家均

衡发展并最终形成全球性社会，因为运输与信息技

术的进步不仅可以让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更加容

易，而且还可以激活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

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推动跨国交流活动更加频繁

紧密，⑧有利于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世界总

体环境的稳定。⑨建构主义学者普遍认为，技术进步

引发何种安全环境的变化将取决于国家间的身份认

同与规范认同，因为威胁的大小并非取决于一国所

拥有武器的多少，而是该国如何解读他国的身份；⑩

另一方面，科技进步还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传统的安

全观念，有利于世界政府的形成，例如杰弗里·赫莱

拉(Geoffrey L. Herrera)就认为科技因素不仅可以影

响、形成并发展安全观念，而且还可以推动这些观念

嵌入到国际体系之中，进而推动国际秩序的转变。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对科技进步的

起源和发生条件更为关注，他们引入国际关系变量

并将此作为原因来探讨国际关系变迁如何影响或改

变科技进步或技术变迁。例如，对于科技进步的起

源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我们不仅要关注企业技术积

累、国家人口与国内制度等国内因素，而且更应该从

国际层面去寻找核心因素。还有一些学者比较关

注国家安全对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认为当一国过

于关注国际安全时，该国科技进步会更快；而过于关

注国内安全时，其科技进步就相对慢一些。国内也

存在部分学者将大国拥有市场的广泛性作为影响技

术变迁的关键要素，认为重大的技术变迁离不开霸

权国家开拓出来的广泛市场的存在。但当霸权相对

衰落时，国际市场规模一旦开始萎缩，那么该国的技

术进步就会减缓乃至倒退。

综上所述，学界围绕“科技进步与国际秩序变迁

的关系”问题虽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主要是从国际

体系和主权国家层面出发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忽略了科技进步与国际秩序变迁过程中“人”——科

学家——的因素，进而忽略了科学家、国家和国际秩

序三者之间的互动。其次，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

迁的内在机理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和细化，因为在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时

会出现一些反“常识”的现象，这些反常现象甚至会

对大国竞争态势和国际秩序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因

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深究其内在发

展、演变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影响事态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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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为此，

本文将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从科学家、国家

和国际秩序三个层面的互动进程中寻求答案。

二、概念再界定与分析框架构建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科技革命对国际秩序

产生的影响问题做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非常丰富，

但概念界定的差异也同时造成了相关结论各执一词

的结果。为深入探究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之间

的互动关系和内在逻辑，我们需首先明晰相关概念

的边界与内涵。

(一)关于科技革命、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

国外学界常常将“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分开

讨论。对于科学革命，国外学者常常围绕科学革命

是过程还是结果、是蓄意的结果还是非蓄意的结果

等问题存在争议，但总体而言，他们都将科学革命

视为一种知识性、理论性的活动，而技术革命则常与

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一并讨论，并多被视为一种应用

性产品诞生与技术突破的现象。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与

“技术革命”的合成词，存在广义概念与狭义概念之

分。广义概念是指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统称。例

如，若按照广义概念，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发生

了五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大概发生在16-17
世纪，以近代物理学突破为标志；第二次科技革命发

生在18世纪中后期，以蒸汽机和机械革命为代表；第

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以电气与运输

革命为标志；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

至20世纪中叶，以相对论与量子论革命为代表；第五

次科技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中后期，以电子技术革命

为标志。事实上，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才

是基础理论出现了重大突破，因而属于科学革命的

范畴；而第二次、第三次和第五次科技革命主要侧重

于技术层面的发明创造和实践推广应用，实际上属

于技术革命的范畴。但若依据狭义的界定，科技革

命则仅仅指上述的技术革命。此外，国内学界关于

人类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几次科技革命，始终都是说

法不一，详情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的科学革命与技

术革命常常呈现出一种交织伴生的状态，且常常具

有科学革命发生在先、技术革命爆发在后的规律

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革命向技术革命转

化的速度日益加快，两者爆发的时间也逐渐接近，科

学与技术逐渐趋于一体化，导致科学革命与技术革

命发生的时间不断趋于同步。从这个角度而言，本

文认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应该是经历了三次科技革

命：一是18世纪中后期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融合近

代物理学理论)的科技革命；二是19世纪中后期以内

燃机与电力技术为代表(融合了电磁理论)的科技革

命；三是20世纪中后期以原子能技术与电子技术为

代表(融合了原子核物理学理论)的科技革命。当下，

人类社会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初期。这是一个

以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数

字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体现了数理逻辑理

论的重大突破。鉴于此，本文认为：科技革命是科学

与技术相互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后所引发的革命，

只有当科学与技术进行深度融合时引发的革命才能

广义科技革命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时间

16-17世纪

18世纪中后期

19世纪中后期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

20世纪中后期

狭义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学革命

第一次技术革命

第二次技术革命

第二次科学革命

第三次技术革命

主要特征

近代物理学诞生

蒸汽机与机械革命

电气与运输革命

相对论与量子论

电子技术革命

表1 对16世纪以来科技革命的梳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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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称之为科技革命，详情如表2所示。

(二)关于国际秩序、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

学界对“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三

个概念的混用几乎成为常态，其中对国际格局的认

识较为一致，即国际格局是实力对比的体现，包含实

力分布和国家间的关系结构两个基本要素。具体

而言，国际格局大体上可表现为三种形态：单极格

局、两极格局与多极格局。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不

同，莫顿·卡普兰(Morton A. Kaplan)认为“国际体系可

以被看作是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政治系统”。沃尔兹

(K. N. Waltz)将国际体系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

从一个层次上来说，体系包括一个结构，结构是体系

层次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两人的论述表明：国际

体系是单元与结构的集合，其内涵囊括国际格局，而

国际格局只是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成分。

对于国际秩序而言，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

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国际秩序是指国际行为

的格局或布局，代表国家、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主要

的或普遍的目标”。但他关注的是相对静态的国际

秩序，因而未对引起秩序变迁的相关条件展开论

述。以此为基础，国内学者大都认为国际秩序是由

原则和机制、价值理念与经济力量、利益格局、领

导结构、国际组织、国际法及常规程序、国际规范、

主导价值观、国际制度、大国的权力、利益和观念分

配等要素构成，其变迁主要受制于权力、制度和规

范这三者的实际变化。因此，本文认为国际秩序不

像国际体系是描述国家行为体之间一种相互作用的

客观状态，因为它本身不仅包含了物质性因素的存

在，而且还囊括了人为建构的规则或规范等理念层

面的元素。

总的看，国际体系是对所有政治实体整体状况

的概括，包含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等行为

体，强调单元与结构的整体性以及内涵上的宽泛

性。国际格局的主体是主权国家或由主权国家组成

的区域组织，主要强调单元间或单元与结构间的互

动关系，如“一超多强”国际格局既包含了美、俄、中、

日、印等主权国家，也包含了欧盟等国家集团。国际

秩序——相比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所具有的相对客

观性——是主权国家围绕权力分配、规则制定与观

念主导等问题而形成的互动关系之综合体。也就是

说，“国际体系是对国际关系整体状况的概括，最具

宽泛性；国际格局则是对其中各行为体互动及其关

系状况的描述，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国际秩序

则强调行为体互动和作用的规则性与规范性。”三

者间关系是一种时序性关系，具体体现为国际体系

形成后，国际行为体依据特定的权力分配与关系结

构会形成相应国际格局，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以特

定主导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然而，这种时序性并

非是一种长期的必然存在，因为在国际体系稳定状

态下或国际格局未发生变化的情境中，国家间也存

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国际秩序也存在崩溃的现象。

(三)分析框架：“科学家—国家—国际体系”的三

维互动

科技革命的内核是科学理论的突破与技术水平

的大幅提升，而科学家则是科学理论突破与技术革

新的原创者，肩负着实现科学理论创造与技术转化

应用的使命和职责。近现代以来，科学家日渐成为

推动国家发展与决定国家间竞争关系状态的重要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2 18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

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

第二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四次科技革命

时间

18世纪中后期

19世纪中后期

20世纪中后期

21世纪初期

理论突破特征

近代物理学

电磁理论

原子核物理学

数理逻辑理论

技术突破特征

蒸汽动力

内燃机与电气技术

原子能技术

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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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尤其是在人类进入当下的知识经济社会与

信息社会之后，各国均高度重视通过智力资源竞争

来谋求其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科

学家作为流动的资源，其科学活动的方向与效果不

仅能够直接影响国家权力的变化，而且还可以间接

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具体而言，一国对科学家的

网罗与存储不仅能有效提升一国的科技实力，推动

工业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增长，而且还能为本国

谋求更大的世界科学理论上的话语权，帮助其塑造

科学创新的规则与规范，进而获取国家权力优势地

位与价值优势位置，让该国在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

地位。

通过梳理四次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历

史史料，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家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化

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在前两次科

技革命期间(18世纪至 20世纪中期)，物理学、数学

等基础理论的突破与学科交融发展，共同促发了动

力技术的革新(从机械动能到电能)，带动了一些西

方国家工业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增长，催化了国

家间对互动规则与规范主导权的竞争，进而导致了

国际秩序的变迁，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日渐稳固的国

际秩序。在后两次科技革命时期 (20 世纪中期至

今)，科技进步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从过去“前者

推动后者”的单向关系，向“两者互相影响渗透”的

双向关系演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科学理论与

技术载体的科学家的流动属性在全球化不断加深

的背景下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导致国家间的战略竞

争及其对科学家的争夺更加激烈起来，从而影响和

限制了科学家的流动性，其结果是，这种措施在推

动了科学家流入国工业能力与军事实力提升的同

时，也进一步削弱了科学家流出国的工业能力与军

事实力，从而有力地影响了国家间实力结构的对比

变化态势，但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特别是大

国围绕国际秩序规则与规范主导权的竞争。本文

将从“科学家—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面展开分

析，力求通过探究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寻找出推动

国际秩序变迁的主要动力和内在逻辑，具体研究思

路如图1所示。

三、第一次科技革命与英国主导的欧洲均势秩

序的确立(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

从近代科学创立到科学革命爆发之前这一历史

时期常常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艺复兴

时期的科学(1440-1540年)；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革

命初期时的科学(1476-1543年)；第三阶段是科学的

成年期(1650-1690年)。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

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并非偶然，因为其自身的

国力、国内政治形势和思想启蒙氛围为此次变革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众所周知，通过16世纪圈地运

动、海外掠夺与奴隶贸易等罪恶手段英国实现了资

本的原始积累，而1588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则

使其获得了海上优势。在国内政治层面，1688-1689
年爆发的“光荣革命”及其所宣布的《权利法案》通过

限制王权和扩大议会权力，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

的政治基础。此后，英国议会君主制逐渐形成并不

图1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互动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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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展成熟起来。从思想启蒙层面看，英国文艺复

兴运动比欧洲大陆发生的时间晚，但经过都铎王朝

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确立、工

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世界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

对罗马教廷思想束缚的冲破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英

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大解放。

(一)从科学家从事科技创新的特点看，英国主要

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而后与产

业革命相结合，进而催生了第一次科技革命

17世纪初至 18世纪中后期，英国的艺术、人文

和科学相互渗透、彼此交融，使得英国的科学理论取

得了重大突破。例如：在化学方面，罗伯特·波义耳

(Robert Boyle，1627-1691年)从火的本质研究中发现

了氧气；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年)把
其在研究气体性质中推导出来的物理概念带到了传

统化学中去，并提出了道尔顿分压定律。在物理学

方面，艾萨克·牛顿 (Isaac Newton，1643-1727年)于
168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解释了牛顿

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人们运用牛顿的力

学定律发现了海王星和冥王星，因而产生了天体力

学、生物力学等交叉学科，为技术革新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支撑，促进了产业革命的发展。

如果说科学是通过推演和计算的方式来探寻世

界上的普遍规律，那么技术则是通过实验和工具来

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难题。科学的进步带动了技

术发展，为技术革新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技术革

新反过来又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众所周知，英国技术革新首先发生在纺织业领域。

随着约翰·凯伊(John Kay)的飞梭、詹姆斯·哈格里夫

斯 (James Hargreaves)的珍妮机、理查德·阿克莱特

(Richard Arkwright)的水力纺纱机和塞缪尔·克朗普

顿(Samuel Crompton)的骡机的发明，纺织业的生产效

率显著提高。随后，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在布莱

克的量热学理论指导下，改良了旧版蒸汽机，并发明

了新式的“单缸单动式”和“单缸双动式”蒸汽机，从

而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动力。

(二)在国家层面，第一次科技革命将英国推上了

“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

随着蒸汽动力的技术不断突破以及逐步被应用

到生产实践中，英国的纺织业、煤炭冶金业与交通运

输业开始取得革命性发展，不仅改变了英国的产业

结构，推动了英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

升。例如：1770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产值只有 50
万英镑，只占国民收入的0.5％；1812年，其棉纺织工

业产值达到了2300万英镑，占国民经济总量的7％-
8％；1848年，其棉布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

上。在煤炭方面，英国原煤产量在 1800年和 1830
年间翻了一番；1830年至 1845年间再翻一番；而在

整个 19世纪，英国的原煤产量增加了 30倍，其煤产

量占全世界总量的 2/3。在生铁方面，1800年英国

只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19％，到1850年则占到世界

钢铁总产量的 52％，其生铁产量甚至高于世界其他

国家的总和。与此同时，蒸汽技术的突破还带来了

英国人口的集聚，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充实了工业

劳动力。例如：1760年，英国人口在 10万以上的城

市只有伦敦一个，到1851年，已有7个人口超过10万
的城市，而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也增加到了13个。

在军事领域，以蒸汽为动力的船舰开始大量出现，并

成为欧洲各大国争夺海上霸权的重要工具，欧洲大

国海军的海战武器装备水平因而大大提高，其结果

是，欧洲海军从帆船时代进入铁甲舰时代。总之，

第一次科技革命显著提升了英国的科技、经济与军

事等硬实力，使之迅速崛起为全球头号强国。

(三)在国际体系层面，英国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

建立了以本国为核心的欧洲国际秩序

随着拿破仑帝国在 19世纪初的战败，英国、俄

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复辟的法国在奥地利召开了国

际关系史上有名的维也纳会议。该会议根据强权政

治与正统主义等原则，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财产的

瓜分，重新划分了欧洲的政治版图，最后建立了维也

纳体系，这是一种服务于欧洲主要大国的国际秩

序。鉴于第一次科技革命成就了英国“日不落”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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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同时也毫无疑问地促其成为维也纳体系的

核心国家。具体而言，维也纳体系就是以英国为中

心的欧洲均势秩序，它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国际会

议机制，来协调和仲裁列强间的利益和矛盾，借此维

护欧洲大国利益与均势格局。正因为如此，这一机

制也被称为“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机制，是现

代意义上首个地区性安全国际机制，主要建立在两

项原则之上：一是各大国要克制在欧洲扩张领土的

野心，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战争；二是当欧洲大陆的

内乱或国家间争斗即将引发战争时，各大国要努力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显然，这种大国合作共管欧

洲事务的方式使“均衡、克制与合作”成为后拿破仑

战争时期欧洲政治的重要标志性原则。

四、第二次科技革命与英国主导的欧洲均势秩

序的崩溃(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

与第一次科技革命集中爆发于英国的特点不

同，第二次科技革命覆盖的地理范围更为广阔，德

国、美国与日本在科技领域都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与

发展。其中，德国是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急先锋，通过

充分利用各种新技术和新装备，彻底完成了以农业

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向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的转

变。与此相对，英国在该时期由于受到了因循守旧、

不善变通等因素的影响，其主导的欧洲均势秩序也

因德国的崛起开始趋向崩溃。

(一)从科学家的角度看，德国之所以成为第二次科

技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主要是它同时具备了诸多优势

首先，社会层面的改革为德国的科技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19世纪中叶的德国由于推行了“普

鲁士式”的土地革命，农民因而成为自由人，为资本

主义农业和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在

此过程中，德国国内的容克贵族凭借“赎买”政策实

现了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方面通过从英法等国购

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并开设工厂的方式扩大自身的工

业实力，另一方面通过将其经济实力扩充到庄园地

产领域的方式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其次，国家

对教育的重视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早在德国统一

前普鲁士就开始高度重视本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并

开启了意义深远的洪堡教育改革：一方面主张推行

普遍义务教育，完善中学教育计划，特别是将数学和

自然科学等基础课程定为学生必修课；另一方面反

对国家行政干预教育和学术活动，推行充分的学术

自由原则和“科学研究优先”的方针，导致其国民教

育普及率显著上升。1871年德意志统一使得德国的

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家组织和设立了许多科

学研究机构，十分注重将科学成果引入生产领域，因

而逐步形成了高等教育与工业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良性循环局面。其结果是，先进的工业科技文化在

德国蓬勃发展，很快涌现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精神的

自然科学家，他们把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同

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互相渗透、相互促进。例

如：在物理学领域，既有提出量子理论的开创者马克

思·普朗克(Max Planck)，也有相对论提出者的阿尔伯

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化学领域，弗里德

里希·维勒(Friedrich Wohler)从无机物人工合成了有

机物——尿素，打破了只靠动植物有机体中的生命

力才能创造出有机物的生命力论；尤斯图斯·李比希

(Justus Liebig)从科学上说明了施肥的道理；凯库勒

(Friedrich Kekule)提出了“苯理论”，奠定了原子价理

论的基础。在实用技术领域，西门子最先将科技发

明运用于工业生产领域，1866年他制造出第一架大

功率直流发电机，首次完成了机械能向电能的转变；

1879年他发明了电动机，实现了将电能转变为机械

能的突破，并据此建造了第一条电车轨道。据相关

文献记载，1851年至1900年间的重大科技创新和发

明创造，有202项属于德国，超过英法总和，仅次于美

国而居世界第二位。

(二)在国家综合实力方面，第二次科技革命为德

意志帝国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契机

动能的转换与内燃机、电机的发明极大地提升

了德国的工业生产效率。例如：在统一以前的1860-
1870年，普鲁士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2.7％，统

一后的德国在头10年里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就提升

··2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1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到了 4.1％，而 1880-1890年间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

进一步提高到了 6.4％。从工业增长角度看，德国

在该时期的工业增长速度远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不仅如此，其工业生产总量还分别在1874年和1895
年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在煤炭、钢铁生产方面，德国

在 1870-1913年间的煤炭开采量从 3400万吨增至

27730万吨，钢产量从17万吨猛增至1832万吨，铁产

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其结果是，到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的 1913年，英美德三国在世界生铁产

量的比重分别为 13.3％、39.3％和 24.1％，钢产量的

比重分别为 10.2％、41.5％和 24.7％。这使得德国

的钢铁产量仅次于美国，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

钢铁大国。

随着国家科技与军事实力的显著增强，主权国

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往往越具扩张性，制定国家战

略目标时也更野心勃勃。19世纪 80年代后，德国

因其经济实力的不断膨胀而使得本国的资产阶级不

甘坐视其他国家纷纷霸占世界原料产地与市场的局

面继续下去，因而开始向海外扩展自己的势力。

1882年，德国工业家与银行家建立了德意志殖民协

会，广泛宣传扩张政策，鼓吹殖民侵略；1883年，德国

商人吕德里兹(Franz Adolf Lüderitz)不顾英国的反对

而将南非盛产金刚石的安哥拉·佩昆那港(今吕德里

茨港)宣布为德国的保护地。19世纪 90年代德皇威

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执掌政权后，德国开始实行

全速前进的“世界政策”，其核心内容就是推行殖民

主义与海军扩张主义政策，旨在争夺世界霸权。时

任德国外交大臣伯恩哈德·比洛(Bernhard Bulow)为
这一政策辩护说：“要是我们没有强大的陆军与海

军，没有巨大的威力，我们就不会幸福，在未来的世

纪里，德国人民不是当铁锤就是当铁砧”。

(三)在国际体系层面，随着德国的统一与崛起，

19世纪初期以英国为主导的欧洲均势秩序受到多重

冲击

首先，在权力结构上，维也纳体系中的均势格局

被打破，英国因错失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机会而

导致其综合实力相对衰弱，而德国则借助第二次科

技革命的契机快速崛起，并成为欧洲地区与英国相

匹敌的同等强国。其次，在规则制定与国际社会主

流价值方面，由于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社会正处于

大国肆意抢占殖民地与市场的时代，维也纳体系支

撑的“欧洲协调”秩序相应也是建立在维护英国霸权

为核心的国际结构基础之上，因此，国际社会在强权

政治横行无阻的背景下不可能形成统一且具有共识

性的主流价值规范或规则。其结果是，狂热的帝国

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充斥着国

际社会，因为当时大多数政治家和军事家都信奉“战

争是上帝规定的法则”，只有用战争手段来解决争端

才是“真理”。可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社

会中，军事实力是国家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国际秩序

的建立与维护完全是以国家自身实力为基础，而非

取决于相应的规则或制度。但是，一旦维持国际秩

序主导国的实力相对下滑，该秩序的稳固性就必然

面临冲击的危险。这表明英国主导的欧洲均势秩序

随着德国的非和平崛起必然要面对最终崩溃的

结局。

五、第三次科技革命与两极均势秩序 (1945-

1991年)

二战结束初期，受前两次科技革命的影响，科学

技术与国际秩序互动关系逐渐由此前单向影响往双

向影响演变的发展趋势。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

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科学发明和技术应用为主要标

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苏两极对抗的背景下逐步

展开。为了占据优势打败对方，美苏均通过动用国

家资源的方式，采取优先聚焦军工领域的国家战略，

集中开展了竞争性科技研发活动，同时大力推动科

学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军事和经济实力。

(一)科学家作为科技创新的原发动力成为美苏

竞相争夺的主要对象

二战末期，美苏竞争初现端倪时就开始了对德

国导弹专家的争夺。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是德

国宇航理论和火箭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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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优秀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便成为美苏在二战

结束时高端人才争夺的主要对象。例如，德国火箭

专家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带着自己

的设计团队525人和积累13年的重要研究资料投奔

了美占区，1945年9月他与115名德国顶级导弹专家

和家属在美国的安排下去了美国。移居美国后，

冯·布劳恩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空间研

究开发项目的主设计师，主持设计了阿波罗4号的运

载火箭土星5号。NASA这样形容冯·布劳恩：“他是

史上最伟大的火箭科学家。他最大成就是在担任

NASA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总指挥时，主持土星5号
的研发，成功地在 1969年 7月首次达成人类登陆月

球的壮举。”另一方面，苏联也动用国家力量在德国

全境网罗人才，并承诺：只要参与过导弹研发工作的

人员肯合作，都将在苏联占领区得到充足的实物和

优越的工作岗位。1946年 10月，德国导弹控制系

统专家赫尔穆特·格罗特鲁普(Helmut Groettrup)和近

6000名技术人员投奔了苏联，其中包括 200名导弹

工程师和他们的家人。这些人被安置在距莫斯科

150公里处的赛尔戈湖中的一个小岛上，不仅帮助苏

联完成与重建了V-2火箭导弹项目，而且还为后续

多项导弹系统 (R-10、R-12 和 R-14)提供了改进

方案。

(二)从国家层面看，美国为赢得冷战的胜利在战

时“大政府”运作模式上催生了巨大的军工复合体

(Military-Industry Complex)
虽然美苏均采用“大政府”“大科技”的发展模

式，但在具体操作上各有不同。其中，美国打造的

“政府—工业—学术复合体”模式在冷战时期发挥着

美国大科技(Big Science)发动机的作用。“曼哈顿计

划”(Manhattan Project)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美国科学

研究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创立人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为二战

后美国的科技研发设计了行动纲要，并促使美国政

府于 1950 年成立了美国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
ence Foundation，NSF)。1945年 10月，美国战争部长

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高度评价了美国科

学家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称“美国的实验室现

在成为我们第一道安全防线”。众所周知，1949-
1950年间“国家安全”开始成为冷战的首要议题，美

国各政府部门为此在大学和工厂资助了大量的大型

研发项目。截至 1956年，美国国防项目的开支已占

据全国工业研发项目总开支的一半以上。同时，政

府还鼓励高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使得麻省理工

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一度成为美国的科技研发重

镇。另一方面，苏联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科学家聚

集起来集中研发的模式，即科学家和家属封闭生活

在某个特定区域，享受优于平常百姓的物质生活，科

学家与政府高官之间始终保持着高效沟通的绿色通

道。例如，科罗廖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оролёв)曾
是赫鲁晓夫最为赏识的科学家，甚至有权越级直接向

赫鲁晓夫汇报。这种近乎“随意”的工作模式给苏联

早期的外空技术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效率和成果。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61年，又成功发射了第一艘载人飞船。为了能赶超

苏联，夺回其在太空竞赛中的优势，美国加大了研发

经费的投入，例如“阿波罗项目”的研发经费占联邦

政府开支的2.2％，是“曼哈顿计划”的两倍多。

总的看，美苏在冷战时期均把科研资金的绝大

部分投入到了军事技术和太空技术方面，其民用科

研经费必然处于被挤压状态，加之其开发出的科研

成果因具有机密性而不能在一定时期内转化为民

用，必然会造成其工业创新速度的相对下降，从而削

弱其市场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美苏主导的国际秩

序的基础必然会发生动摇。

(三)从国际层面看，美苏作为两个超级大国对国

际秩序的构建和维持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双方之间

的实力对比主要取决于各自综合实力的发展

美苏冷战是在核时代背景下进行的，而核武器

所具有的大规模杀伤力首次让人类面临自我毁灭的

能力。首先，核武器是冷战时期美苏竞争的重要领

域，双方因拥有核武器而实现了“威胁平衡”(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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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reat)；其次，核战争“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
sured Destruction，MAD)的本性使得战争没有赢家，

因此，美苏在核武器领域的斗法难分伯仲；最后，为

了打破“核僵局”，美国开始将军备竞赛拓展到外空

领域，同时在遥遥领先计算机科技领域向苏联频频

示威。例如，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时期美国

军事外层空间研究拨款在国家科学投资构成中的比

例高达85％左右，比1975-1980年的62-64％增加了

20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美国为军事目的而开

发的科学技术，多数只能用于军事工业，而且技术越

向尖端发展，其同民用的距离就会越大。例如，在

1957到1989年间，全球共发射了3196颗卫星和宇宙

飞船，其中苏联发射了 2147颗，美国发射了 773颗，

其中约60％为军用卫星，1/3为可拍照的军事侦察卫

星。同时期，苏联科研经费总额的75％用于军事技

术研究。但是，苏联政府着力打造的军工复合体超

常规发展模式使得其科学军事化研究与社会生产和

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公众的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满

足，从而导致其国民经济发展迟缓，不仅难以继续

支撑其与美国竞争下去，而且还注定了其在冷战中

必然遭遇最后失败的命运。另一方面，美苏“两蚌相

争”的发展态势使得日本和西欧的科技发展拥有更

多的空间和机会，为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国际

秩序朝着民主化前进创造了条件。

六、第四次科技革命与美国霸权秩序的衰落

(1991年至今)

冷战结束后，美国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成为全

球霸权国家，建立了以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与此

同时，世界多极化也在发展。事实上，二战后建立的

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为增进主权国家间政治、经贸

往来构筑了多边平台，奠定了全球化发展的国际组

织基础。后冷战时期，全球化发展的步伐不断加

快。例如，资金、技术、人员、信息的全球化流动使得

人类科学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有力地推动了第四次

科技革命的兴起，其中以算法、程序与数据等数理运

算方法与逻辑理论发展为根基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

术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术。

(一)在当今世界互联互通的全球化背景下，科学

家的跨国流动日趋频繁，推动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第

四次科技革命时代

科学家作为全球化时代知识资本流动的载体，

其所拥有的“缄默知识”需要通过个体间的互动来实

现共享和传播。科学家流动既具有积极的知识溢

出效应，又是国家和机构获得竞争优势和组织声望

的主要途径。例如：过去40年科学家流动变得越来

越普遍，流动距离越来越大，科学家流动的重心正在

以每10年700公里的速度向东方迁移；同时，科学知

识生产的重心正在以每 10年 1300公里的速度向东

方国家迁移。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科

学精英在以不同形式向美国与苏联集聚或流动，但

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一些新兴工业国的出

现，原本典型的智力外流国如中国、印度、巴西等新

兴国家开始出现大量海外人才回流的现象。未来，

科学家在中国城市与欧美城市之间将进一步趋于双

向平衡流动的状态。“中—美—欧”作为全球科技三

极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中美、中欧和欧美将成为世界

范围内科学家流动的三大主轴。例如，在现居海外

城市受调查的科学家中，计划或考虑未来5年里来上

海发展的比例为 4.2％，来北京发展的为 3.6％，来深

圳发展的为 2.2％。显然，科学家与知识精英的跨

国流动带动了科学知识生产重心的转移，知识精英

的跨国回流及其携带的知识、技术成为提高输入国

科技实力的重要资源，其结果是促进了全球层面科

学技术的交流与进步。总之，科学家在全球范围的

跨国界流动成为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原动力生成机

制的主基调。

(二)从国家层面而言，科学精英的全球范围内流

动深刻改变着各国的科技和产业发展图景，从而有

力地推动了知识技术的共享、传播、扩散和使用

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浪潮使得超国家行为体——

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迅猛发展，尤其是专业性的国

际行会、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领域里发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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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明显，如国际民航组织 (ICAO)和国际航协

(ITAT)等。首先，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多。

例如，冷战时期国际科技组织数量比冷战开始前增加

了157个；冷战结束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科技组织数

量增加了374个，增长率比冷战期间高出138％。其

次，在涉及主权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太空领域，加强

国际对话与沟通的态势愈发明显。这一典型表现具

体体现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s，ICG)
的成立上。该组织于 2006年建立，是联合国推动成

立的政府间非正式组织，旨在促进民用卫星定位、导

航、正时和增值服务及各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兼容

性和互通性。该组织下设一个供应商论坛，由全球提

供卫星导航服务的国家——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GLONASS)、欧洲的伽

利略系统(GALILEO)和中国的北斗系统(BeiDou)组
成。最后，科学精英的全球范围内流动推动国家间的

实力发展不平衡更加凸显，导致大国间的战略博弈进

一步加剧。进入21世纪后，由于恐怖主义、金融危机

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经济恢复乏力；另一方面，以

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导致

美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的竞争不断加剧。《2020年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R)数据显示：美国拥有25个
领先的科技创新集群，是全球科技创新集群数量最多

的国家；中国凭借17个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集群而

排名世界第二。这一年，中国GDP总量也达到了美

国GDP总量的74.8％。这表明两国实力差距已大幅

缩小，不仅激化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且还促

使美国加大了其对华科技遏制的力度。例如，特朗普

(Donald Trump)政府上台后，战略竞争与遏制成为美

国对华主要外交选项，美国不仅加大了其对华技术进

出口和中国在美科技企业的限制，还加强了对来自中

国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Technology、En⁃
gineering、Math，STEM)相关专业留学生与学者学术交

流的限制；拜登(Joe Biden)主政白宫后，中美科技竞争

态势依然紧张激烈，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依然在发挥

影响。

(三)在国际层面，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的实力

有所削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学界普遍认为，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正在

面临衰弱，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

序正朝着更为广泛的多边区域秩序方向发展。具

体而言，现有国际秩序正面临来自权力结构变换、主

导性价值转变与规则制定权竞争三个方面的冲击。

首先，在权力结构上，新兴国家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

的崛起加速了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弱化，世界格局

朝着力量更加均衡的格局演变；其次，在主导性价值

理念方面，冷战时期美国主张并推广的所谓“自由民

主的价值理念”难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

民粹主义等多重因素的挑战，加之特朗普时期的美

国主动从国际秩序捍卫者的角色中退出，使得这种

冲击的效果进一步放大；最后，在规则制定权方面，

由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抛弃了此前美国建立的一系

列制度与规则，不仅撕毁了《伊核协定》，而且还退出

了《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严重损害了其国际

规则话语权，进而削弱了其国际地位。正如约翰·伊

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言，“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崩

溃，因为它的领导者美国放弃了它”。

七、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互动的内在逻辑与发

展趋势

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使得科技革命成为

主权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综观人类四

次科技革命(A)和国际秩序(B)变迁的历程，以及基于

从科学家、国家与国际体系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第一、二次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的互

动与第三、四次两者之间的互动存在显著差异，即从

A—B模式转向了B—A模式。

(一)国际规则与规范、国家能力和科学家的身份

认同是促成不同历史时期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差异

性互动的内在逻辑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的差异性互动产生了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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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国际规则与规范是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前

提条件

首先，第一、二次科技革命均诞生于欧洲，决定

了欧洲大国必然是国际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尽

管当时的国际秩序是“欧洲秩序”。一战之后形成的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依然以欧洲秩序为中心，真正全

球层面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国家间的共识性规则

与规范只是初步达成，因而对相关国家行为的约束

力较弱，无法对整个主权国家的行为形成强力制约。

其次，二战结束之初，伴随联合国、关贸总协定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建立，真

正全球层面的国际秩序才逐步建立起来，国际社会

逐渐确立了“民族自决”与“集体安全”这两大国际理

念，同时还建构了相应的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既约

束了国家间的互动行为，又规范了国家围绕科学家

流动、科技与产业发展方向的竞争行为，有力地推动

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而

言，国际规则与规范的建立与否直接影响了不同时

期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模式。

2.国家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一国在国际秩序

构建和维护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中观层面而言，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

模式还受到主权国家能力的影响。这里的国家能力

不仅是指政府作用于市场与社会的能力，而且也是

指国家贯彻和实现自己目标和意志的能力。在第

一、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由于社会思想冲破了封建

宗教观念的束缚，科学理论开始朝着百家争鸣的态

势发展与突破。但是，该时期欧洲各国综合实力与

国家能力总体上较弱，各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应

对外部威胁上面，因而缺乏干预或引导社会思潮与

市场发展方向的意愿和能力，导致科技进步呈现出

自由发展的状态。到了第三、四次科技革命时期，经

历过一战和二战战火洗礼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社

会的管理能力普遍提升，其综合国力与国家能力也

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二战结束后，美苏因先

后成为拥核国家而实现了“威胁平衡”，进而造成东

西方阵营形成权力均势。在此背景下，美苏为争夺

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和主导权，通过动用国家战略资

源，采用不同科技管理模式，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同

时运用国家权力干预科学家流动，以确保本国科技

资源不流入他国。在后冷战时期，信息、技术、资本、

生产流动的全球化浪潮推动了科学家和科技组织的

跨国界流动，催生了基础科学的突破、应用技术的创

新和产业革命的升级，导致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

权秩序面临巨大挑战。显然，国家能力特别是大国

能力的强弱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当今科技革命与国际

秩序的互动模式。

3.科学家的身份认同直接决定一国实力的大

小，进而决定该国在国际秩序构建和维护过程中的

地位和作用

从微观层面而言，科学家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其

归属感。众所周知，科学精神与情怀是科学家的“职

业属性”；国家与民族则是科学家的“身份属性”。因

此，科学家的身份认同就是指他们对于“我是谁”以

及“我立于何处”的理解。此外，人类科技革命发展

的历程显示，科学家存在和聚集的地区始终都是基

础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变革最为活跃的区域。在第

一、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各国间经济社会交往与流动性较弱，科学家在国家

认同问题上的身份属性相对比较稳定，其追求科学

精神与信仰的职业属性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人类

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将

“科学家”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科学家的国家身份

属性也因此而逐步发生变化。如果说二战时期美国

邀请英国和加拿大科学家共同加盟“曼哈顿计划”，

不仅加快原子弹的研发速度，而且还实现了科学家

的跨国界合作，那么美苏间战略竞争态势的缘起则

直接表现为两国在二战末期对德国导弹专家的争

夺。当德国火箭专家布劳恩与德国导弹控制系统专

家格罗特鲁普分别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投靠美国和

苏联之日起，德国科学家的身份属性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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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国家身份属性的变化并未影响其为美国或

苏联在外空武器研发领域作出卓越贡献。从这一意

义上讲，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冷战时期

的美苏均势秩序，还是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自由

霸权秩序，都是以第三、四次科技革命为背景依托。

一方面，国家间互动更加频繁，国际社会交流日益密

切；另一方面，国家间的竞争和博弈更为激烈与复

杂。例如，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第四次科技革命

中，资金、技术、信息的全球化流动极大地推动了科

学家的全球化，科学家工作场域的变化更为频繁，导

致科学家的国家身份属性也随之发生变化，不仅没

有影响整个人类科学技术创新进程，而且还有力地

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进程。但是，对于国家而言，

尤其是对于大国而言，由于科学家身份认同的变化

是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因此，科学家的流动方向

势必对相关国家的整体实力产生重大影响，进而也

一定会在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互动模式上发挥关键

性的作用。

(二)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互动的未来发展路径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在未来将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1.科技革命依然会遵从科学革命到技术革命再

到产业革命的发展逻辑路径

人类经历的科技革命历程显示：科技创新的原

动力，无论是内生动力还是外来冲击，即无论是源自

主权国家内部的国泰民安、经济富足、思想启蒙和科

学探究精神盛行，还是源于外来威胁(external threat)
的不断加大或国家间竞争的不断加剧，基础科学研

究领域的创新始终都是最为原始的驱动力，而后才

能扩展到技术应用领域，即以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

级，进而引发产业革命，最后通过生产与交换的市场

化和商业化实现社会财富的大幅增长。从这一意义

上说，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担负着基础科学研究突

破和“产学研”纽带的双重重任，发挥着一种不可替

代的战略支撑作用，因为人类历史上的四次科技革

命充分彰显了高等教育中基础理论研究与科技应用

相结合后所迸发出来的强大生产力及其对国家实力

和国际秩序变迁的重大影响力。

2.产业革命创造社会财富，提升国家能力，进而

推动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变革

人类历史上的前三次科技革命都充分显示：科

技创新本身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只有和工业化生

产、市场结合并转化为经济收益后，才能提升国家的

实力和能力。例如，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国家实力

的增长不能单纯倚重“威望科技”(prestige technolo⁃
gy)，因为威望科技既不能充分转发为普遍用途科技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也无法直接转化为国家

财富，而且还会消耗国家巨大的科技资源与经济资

源，进而削弱国家实力和能力。当前，西方民主观与

治理理念在难民危机、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背

景下暴露出了巨大的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

家治理理念与发展理念开始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从而推动了国际秩序观的重构。正如部分学者

所言，当前国际秩序观正在从过去强调以纯粹个体

理性为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观念朝着以强调关

系理性与交往理性为主导的多元和谐共生理念转

变。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在关于未来秩序的讨论

上不应执拗于中西方的“制度之争”，而应从全局出

发，将重心放在全球各项治理议题中的有效解决方

案上，在优化和创新国内治理制度的同时，为国际社

会提供更好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方案，最终推动国际

规范与规则的转变。

3.新兴国家正在经历科技“跨越式”发展，其庞

大国内市场产生的“外溢效应”将助其在未来国际秩

序中占据有利地位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全球化时代国家间

的相互依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高科技在发展过程

中出现“技术扩散”和“技术封锁”的两难困境。众所

周知，高科技产品产业化、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

一个技术扩散的过程；如果技术霸权国家为了维护

其霸权地位和科技发明优势而刻意阻断技术扩散进

程，势必会生成逆全球化浪潮的孤立主义，不利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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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富的持续稳定增加；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

国家的创新能力仅能维持短暂的一个阶段。当前，

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低迷，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

接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

表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体不仅能

够在吸收和借鉴世界顶尖科技的过程中实现“跨越

式”发展，而且其“外溢效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助其

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目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连续

多年发布的《专利合作条约》和《全球创新指数》可充

分佐证这一发展态势。在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在未来

的国际秩序中也能够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

八、结语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

联网、机器人等技术革新组成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这

些创新会带来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

的融合。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技术扩

散速度的加快，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到第四次科技革

命的周期逐步缩短，从基础理论研究突破到社会财

富增加的进程缩短，高科技在提升公众生活质量的

同时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国际秩序变

迁的周期相应缩短，从由英国主导的百年均势、美苏

长达45年的冷战对峙再到后冷战时期的一超多强的

变迁速度也在加快，二者呈正相关曲线分布。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美国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

暴露出诸多弊端，而中国的治理模式愈发显示出其

优越性，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但是，这种战略竞争不

同于以往历史上的大国竞争，因为其竞争焦点不是

军事实力和领土的扩张，而是权力竞争引发的国际

规则、标准、贸易和科技的全方位竞争。应当承认，

美国依靠“全球顶尖科技人才聚集”产生的红利，依

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其科技创新势头不减，但特

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在美华人科学家和留学

生问题上采取打压政策，势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

应，美国或将不再是国际优质科技人才的首选目标

国家，这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网罗天

下英才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为其持续崛起并构

建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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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gical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s

Zheng Hua Nie Zhengnan
Abstract：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play as the role of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

man society and one of the core elements to promote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four scientific and techno⁃
logical revolutions in human history are in some sense led by the progress of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characterized b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Driven b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gone
through changes from the "Concert of Europe" to the Cold War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to the US dominated sys⁃
tem in the course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four scientific and tech⁃
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heir impacts on international orders one by on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cientist, state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order to delve into the internal logic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rguing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s one of the im⁃
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the latter can also affect the former's pattern. For exam⁃
ple, it is found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long with the movement of scientists and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have accelerated the growth of power, changed the power struc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pro⁃
moted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first tw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in which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directly contribut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
tional order, which we can call A-B mode, but the opposite is also true in the last tw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
lutions, which we can call B-A mode. In summary, the identity of scientists, n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account for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hange patterns in the in⁃
terwoven interactions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view of this, the ongo⁃
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undoubtedly provide new motiva⁃
tions, ideas and inspi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Key word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Ord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ug⁃
gle between Powers; Technology Diffusion; China-US Relation 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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